
《管理世界》（月刊）

2019年第 12期

摘要：本文描述新中国 70年对外开放的历程和成效。首先回顾前 30年的大规模引进与

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特别指出“闭关锁国”并不是当时主流的理念和实践。接下来分析近

40年的全方位开放与全面发展，包括开放的成效和开放对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重点

分析为什么要采取渐进式开放模式，关键因素是不同阶段的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对开放格局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开放过程中曾经出现的质疑与争论，包括加工费为主的

出口收益是否合理、我国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收益如何、是否有“强迫技术转移”政策、外

资企业是否挤垮内资企业等。第五部分讨论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包括开放创造体制需

求、体制供给和推动法律建设等。最后部分展望未来开放的可能趋势，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出发，我国的开放特征将转向水平分工、中性开放和制度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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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创造了发展奇迹，对外开放是这个过程的

核心特征之一。建国后前 30年，通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建起了现代产业体系；后 40
年，通过开放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就业和推动增长，开放还推动了

国内改革进程。

本文描述 70年的开放历程和成效，回顾开放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对今后开放战略的变

化趋势进行展望。

一、前 30年开放：大规模引进与现代化建设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年，我国建立起了新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个成就很大程度上

是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取得的，开放发挥了关键作用①。

（一）新中国成立后前 10年：引进项目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及其后几年，新建的重要工业部门是以引进项目为

核心展开的，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156项工程”，是我国“一五”时期建设的核心项

目。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联合企业、大型煤矿、大型炼油厂、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

制造厂、大型水力火力发电站、电气技术和无线电技术企业等，其中有鞍钢的大型轧钢厂和

无缝钢管厂、第一汽车制造厂、阜新矿务局的海州露天煤矿、吉林的三大化工厂、哈尔滨电机

厂、哈尔滨重型机器制造厂等。

当时几乎所有拟重点发展的新工业部门和重要新产品，都有若干成套引进项目作为支

撑。在引进基础上，我们形成了重型汽车、高效率机床、自动化高炉、平炉、联合采煤机、发电

设备等几十类重要设备生产能力；建立了航空工业，能够批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钢铁工业中

有了制造合金钢、无缝钢管、大型钢材等行业；有色金属工业中有了铝及其他有色金属的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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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和加工工业；化学工业建立了生产高级染料、工业和航空油漆产品的部门；新建了无线电和有线电工业，已

经能够制造包括收发报机、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内的电讯设备。到 1956年底，我国机械工业制造了几千种新产

品，大多数是仿照苏联东欧国家提供的图样制成的，例如，在 1957年发展的 400多种新产品中，有 300多种

是仿制品。从表 1可以看出，工业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对生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五”时期，在进口总

额中生产资料占有高达 92.4%的比重，占我国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为 21%，机器设备占进口比重为 55.9%，没有

这种规模的开放和引进，我国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是不可能的。

（二）20世纪 60~70年代的开放引进与经济建设

20世纪 60年代初期，苏联终止了同我国的大多数合作项目，中国开始转向从其他国家引进设备和发展

贸易。1962年 9月，我国从日本引进了第 1套维尼龙设备；1963~1966年，我国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

邦德国等国引进多项设备和技术，与 20世纪 50年代相比，这个时期的引进以中小型成套项目居多，引进促进

了我国石油化工和其他化学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和提升，冶金工业的生产技术也有明显提高，半导体、原子能

也得到较快发展。

20世纪 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恢复交往、中日建交和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外部环境明显好转，我

国随即再次部署大规模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当时提出，要从国外进口 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

机，即“四三”方案。之后，又陆续追加了若干项目，总额达到 51.4亿美元；到 1977年，实际对外签约成交达 39.6
亿美元。引进的项目包括：13套以天然气或轻油为原料的年产 30万吨合成氨和 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

备装置、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大型石油化工设备、1套烷基苯工厂、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组、武钢一米

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制造设备和贝斯发动机项目。这批引进项目几乎全部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生

产中急需并有原料基础的薄弱环节，绝大多数为基础工业项目，生产技术也大都是当时世界较为先进的水平。

这一时期引进规模在我国同期经济建设中占有很大比重，1975年和 1976年，进口项目的投资分别占当年国家

预算投资的 14%和 21%，使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中的大型项目再一次以引进项目为中心铺开。

（三）“闭关锁国”不是主流指导思想

关于这 30年发展与开放的关系，是一个被普遍误读误解的问题，认为这个阶段的指导思想是“闭关锁

国”，建设实践是“独立发展”，这不符合现实。20世纪 50年代和 70年代的两次引进，在全球发展史上都堪称

大规模和高比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一边倒”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引进设备和技术，这

是一种被迫选择。早在 1949年，美国及其盟国就成立了一个旨在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国际性集团，即

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开列了一个包括数千种商品和 750种设备在内的禁运单，不准他们出口到社会主

义国家。中苏关系出现问题后，我国努力从一些相对友好的发达国家引进设备技术，但规模和地位都与此前

无法相比。这就导致此前那种以大规模引进项目为基础的经济建设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引进渠道只能是补充

作用。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内开始强调自力更生，本旨不是为了排斥或轻视对外经济贸易，而是对不利国际环

境做出的反映，其立意是理性的，意义也是积极的。20世纪 60年代后几年中，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指

导思想上确实出现了排斥从国外引进的倾向，发展外贸被指责为“洋奴哲学”、引进设备被称为“爬行主义”

等。但从 30年全过程看，这种思想并非主流，也未形成全面影响。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后，20世纪 70年代的

两轮大规模建设，由于引进项目的

核心作用，甚至被称为“洋跃进”。

总体看，这 30年中，技术设备引进

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实效显著。

（四）30年的“边学边干”与工

业体系成长

前 30年的开放基本上是“进口

替代”型的。即使不考虑当时的国

表 1 1953~1957年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亿元人民币，%）

年份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3~1957
平均

进口总
额

46.1
44.7
61.6
53.0
50.0

生产资料

总额

42.5
41.7
57.8
48.5
46.0

比重

92.1
92.3
93.8
91.6
82.0
92.4

工业生产资料

数额

41.6
39.8
55.8
45.6
43.6

比重

90.3
89.2
90.6
85.9
87.1
88.6

机器设备
数额

26.1
24.2
38.7
28.4
26.3

比重

56.5
54.2
62.8
53.5
52.5
55.9

工业原料
数额

15.5
15.6
17.1
17.2
17.3

比重

33.7
35.0
27.8
32.4
34.6
32.7

数额

0.8
1.4
2.0
3.0
2.5

比重

1.8
3.1
3.2
5.6
4.9
3.7

生活资料

数额

3.6
3.4
3.8
4.5
4.0

比重

7.9
7.7
6.2
8.4
8.0
7.6

进口生产资
料占重工业
产值比重

25.3
20.9
26.5
17.8
14.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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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赞同进口替代型发展的理论也一直存在。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持续增长、技术水平提升

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长期购买其他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虽然可以获得当期的比较利益，却

可能丧失本国发展现代工业体系的机会。因此，为了全面地迈向现代社会，应该放弃追求比较利益，大力发展

本国的现代工业。自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这个观点后，被很多国家所奉行。

例如，甲乙两国各自具有布匹和汽车生产的相对优势，尽管甲国制造汽车的相对成本高于进口汽车，但

是，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更长的产业链条、更大的市场前景，能带动工业技术的全面提高。

“放弃追求比较利益”的含义是，随着新建工业的成长，本国产品的相对高成本可能会明显下降，不再高于进口

产品，从而不会长期地损失比较利益。这一过程被生动地形容为“边学边干”（learning by doing）②。图 1和图 2
表示的是一个国家如何通过牺牲暂时的比较利益而得到工业增长的动态利益③。

图 1表示刚刚开始引进设备发展现代汽车产业的情况，由于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必须实行进口管制。假定

为 1960年，按照世界贸易条件，当不征收关税时，该国的产出应该在A点，通过国际贸易，消费在 C点。征收关

税使国内相对价格偏离世界相对价格，有利于国内生产汽车，生产就会移至 B点，生产的布匹减少而生产的汽

车增多。如果这个国家的贸易量较小，对有关商品的世界价格无影响，贸易条件就不会发生变化。该国的贸

易量减少后，消费就将位于与贸易条件线平行的 BD线上的某一点，例如 E点。结果是两种商品的消费量都低

于自由贸易时的水平，消费者的福利下降，通过贸易得到的利益减少。

好在这种代价是暂时的。随着产业的迅速增长，生产可能性边界会朝着更多生产汽车的方向扩张，如图 2
所示。由于产量增加，即使仍维持保护关税，它们在国内的相对价格也可能下降，使 1980年国内价格线的斜

率大于 1960年的国内价格线。1980年，生产达到新的国内价格线和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的 F点，消费达

到与以前的世界贸易条件平行的 FG线上的H点上。最终，工业增长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H点的

经济状况要比贸易以前的 C点好。随着国内汽车竞争力增强，关税可能被取消，国内价格又与世界贸易条件

趋于一致，生产将移至 I点，贸易量会增加，消费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的某一点上。

回顾前 30年的开放理念、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与后 40年不能相比。然而，彼时由于两个阵营存在，与西

方国家的经贸往来难度很大，而且存在重大冲突的可能甚至有战争危机感，因此，选择通过大规模引进发展现

代产业，建设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其必然性。当然，在这个前提下，也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问题，比如产业结

构和区域能否更优，促使经济更加平衡、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二、近 40年的全方位开放与全面发展

1976年，历时 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推进现代化建设

的问题举国关注。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邻近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发展成就显著。这些国

家或地区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增长

图 1 工业增长开始阶段：比较利益的丧失 图 2 工业增长的动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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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业。“放眼世界”带给我国全新的开放理念、开放目标与开放内容（王建，1988）。

近 40年的开放，其广度、深度及影响已远非前 30年所能相比。通过开放，广泛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扩大就业，推动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

（一）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4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4.5%，201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 5.4万亿美

元，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出口增长更快，自 1993年起持续

保持贸易顺差，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表 2是 40年来

对外贸易增长概况。

随着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用于衡量一国经济与进口和出口的关联度，

高比重意味着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表 3列
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

度 3项指标。

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

国外市场对总需求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依存

度明显上升，从 1978年的 6.7%上升到 2018年的 18.3%，其

间在 2006年达到了 35.2%的最高值，表明出口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显著增强。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

值之比，直观反映了国外供给对总需求的贡献，在宏观经济

核算中是一个减项。但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多年来是进

口的主体部分，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提高

水平、生产新产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组依存度都经历了由低到高再趋于稳定的过程。目

前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在各大国中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例

如美国和日本，2018年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 8.2%、14.8%，

进 口 依 存 度 分 别 为 12.5%、14.6%，贸 易 依 存 度 分 别 为

20.7%、29.4%；我 国 的 3 组 数 据 分 别 为 18.3%、15.7%和

34.0%。较高的贸易依存度，表明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

易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 3
是中美日三国 2018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从 2010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出口大国和

进口第二大国，并保持至今。20世纪 70年代以来，美国、德

国和日本是世界三大贸易国，现在中国不仅进入第一集团，

而且超越这些国家排名第一（见图 4）。

（二）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1.吸收外资：规模、结构与贡献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增

长。从开放初期的几千万美元，增加到 2018年的 1350亿美

元，40年累计吸收 FDI为 2.1万亿美元。

40年来，我国吸收外资从中小型项目到大型跨国公司，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年度统计。

表 2 1982~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亿美元）
年份

1982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进出口总额

460.1
748
1252.4
3238.6
5402.9
15790.1
33436.4
46035.8
54149.2

出口

248.2
302.5
677.9
1671.8
2793
8358.5
17551.3
24910.4
27542.4

进口

211.9
445.5
574.5
1566.8
2610
7431.5
15885
21125.4
26606.7

贸易差额

36.3
-143
103.4
105
183
927
1666.3
3785
935.7

表 3 中国贸易依存度（1978~2018年）（亿美元，%）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10
2015
2018

GDP
1495.4
1911.5
3094.9
3608.6
7345.5
12113.5
22859.7
27521.3
60871.6
110155.4
136081.5

对外贸易
总额
210.9
380.4
696.0
1154.4
2808.6
4742.9
14219.1
17604.0
29740.0
39530.3
46230.4

依存度
14.1
19.9
22.5
32.0
38.2
39.2
62.2
64.0
48.9
35.9
34.0

出口
总额
99.6
181.0
273.5
620.9
1487.8
2492.0
7619.5
9689.5
15777.5
22734.7
24874.0

依存度
6.7
9.5
8.8
17.2
20.3
20.6
33.3
35.2
25.9
20.6
18.3

进口
总额
111.3
199.4
422.5
533.5
1320.8
2251.0
6599.5
7914.6
13962.5
16795.6
21356.4

依存度
7.4
10.4
13.7
14.8
18.0
18.6
28.9
28.8
22.9
15.2
15.7

注：为了数据的一致性，GDP和贸易总额均引自世界银行网
站。

图 3 中美日 2018年对外贸易依存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图 4 中国对外贸易地位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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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到生产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制造业为主到制造业服务业并重。外商投资企业对

国民经济的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国内资本形成的贡献。40年来，外资在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有较大变化，1979~1991年平均

为 2.4%，1992~1997年平均为 14.8%，占比重最高的 1994年达到 17.3%；此后虽然外资数额仍在增加，但远远赶

不上国内投资的急速增长，外资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在 1998~2007年期间平均占 9.04%，在 2008~2018年期间平

均为 7.8%（见表 4）。

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1998年超过 20%，到 2006年已

达 28%，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所占比重高达 77.3%。最近 10年，外商投资企业所占

的比重有所下降。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 33.9%。其中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

工业增加值达到 7.04万亿元人民币，按此计算，外商

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3.1%（见图 5）。

对税收的贡献。随着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增加，涉

外税收逐年上升，在最高点的 2006年，占全国税收总

额的比重达到 23.7%。此后，随着外商投资企业产出

占比的下降，涉及税收占比也相应下降，2017年占

18.7%（见图 5）。

对贸易总额和出口结构提升的贡献。外商投资

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低到高，从

1991年的 21.34%上升到 2018年的 42.57%，其中 2005
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 60%。外商投资企业还是高新

技 术 产 品 出 口 的 主 力 军 ，所 占 份 额 从 1996 年 占

58.6%，上升到 2005年的 88%，此后比重逐渐回落并

相对稳定，2017年的 53%左右（见图 5）。

我国已经成为吸收外资大国。2003年我国实际

吸收外资额排名世界第一，其余年份排名有波动，但

多数排名第二，并始终保持着发展中国家最大东道国

的地位。图 6是我国吸收外资数额与主要几个东道

国的比较。

2.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跨境直接资本流动一直以流

入为主，对外投资数额很少。最近 20年，我国对外投

资迅速增长。从 2005年起超过 100亿美元，2008年超

过 500亿美元，2013年超过 1000亿美元。2016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196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此后两

年有所下降，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额达到 1298.3亿
美元。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快速上升，占全球的比重也稳定上升。对外投资

存量从 1990年的 44.55亿美元稳步上升到 2018年的

1306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24.7%，占全球比重从

表 4 作为资金来源的外资比重

年份

1979
1980
1985
1990
1994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1979~1991
1992~1997
1998~2007
2008~2018

FDI
（亿美元）

0.0
0.6
19.6
34.9
337.7
375.2
407.2
603.3
1057.4
1262.7
1260.0
1310.4
1349.7
250.6
1967.9
5411.7
12713.1

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
（亿美元）

519.2
560.8
967.4
886.4
1994.3
2437.8
4050.0
9251.5
27447.4
48414.8
47871.7
51691.0
57585.7
10261.4
13317.0
69519.8
438062.5

FDI占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的
比重（%）

0.0
0.1
2.2
3.5
17.3
15.4
10.3
8.8
3.9
2.6
2.6
2.5
2.3
2.4
14.8
7.8
2.9

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
（亿元）

910.9
2543.2
4517.0
17042.1
20019.3
32917.7
88773.6
251683.8
561999.8
606465.7
641238.4
645675.0

FDI占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的
比重（%）

0.1
2.3
3.8
17.5
16.1
10.6
7.7
2.6
1.4
1.4
1.4
1.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外资统计。

图 5 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各项指标的贡献（2017年）
注：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为 2018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

图 6 我国吸收外资地位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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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 0.12%上升到了 2018年的 4.4%。表 5是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

随着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我国作为投资母国的地位迅速上升。2016年，我国成为对外投资第二大国，此

后两年分别处于第二名、第三名（见图 7）。下面是与几个主要投资母国的比较。

（三）开放促进全面发展

对外开放 40年，开放领域主要指标的增长均快

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978~2018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9.6%，同期对外贸易年均增长

18.4%，出口年均增长 18.8%，吸收外资年均增长

10.7%，2003~2018年对外投资年均增长 29.0%。对

外开放各项指标均保持较高增速，对中国经济快速

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见图 8）。

在这 40年中，我国是全球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

一。数据显示，1979~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

为 9.7%，明显高于世界同期 3.0%的平均水平，也高

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同期平均水平（见图 9）。经济

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稳居第 2位，已经成为世界经

济大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

家，即将迈进人均GDP1万美元时代。

三、阶段性国情特点

与渐进式开放格局

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明显偏离了许多国外机

构和学者的建议：较长时期内国内不具备所谓的公

平竞争、透明稳定、市场化、法律完备的投资环境，

国内企业直到改革开放 20多年后才普遍具有了外

贸权，外汇管理在较长时期内实行“双轨制”④。总

之，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很长时期内是“渐进式的”和

“不完全的”，不少海外学者对这种状况很担心

（Naughton，2000；Mastel，1997），感到中国的外贸改

革难以顺利推进，开放不会顺利推进。然而中国却

在长达 40年的时期内，保持几乎全球最高的外贸增

长率，吸引了几乎所有的“500强”跨国公司。为什

么中国要走这种“非典型”的开放道路，又为什么能

取得优异的成就？这些是本节分析的内容。我们

从要素禀赋、改革进程和开放政策 3个方面，分析不

同阶段不同国情及其所决定的开放格局⑤。

（一）初始开放阶段（1980~1991年）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我国改革开放初始，处于一种要

素禀赋结构极度失衡的状况，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

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要素极为富裕，资金

表 5 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长（亿美元，%）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流量

金额

8.3
20.0
9.2
122.6
688.1
1456.7
1298.3

占全球
比重

0.3
0.6
0.1
1.5
5.0
8.7
12.8

全球
排名

22
23
33
17
5
2
2

存量

金额

44.55
177.7
277.7
577.9
2831.7
8222.6
13065.3

占全球
比重

0.2
0.5
0.4
0.5
1.5
3.2
4.4

全球
排名

25
21
22
27
19
10
3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2019》数据整理。

图 7 中国对外投资地位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图 8 GDP增长率与主要涉外经济指标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外资统计、联合国贸发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2019》数据整理。

图 9 1978~2018年各类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
注：低收入国家为 1989~2018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

新中国对外开放 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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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和技术要素极为短缺。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 22.4%，投资占全球投资总额的

比重仅为 2%，研发投入仅为 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 7%、6%和 1.5%（见图 10）。面对如此失衡的要

素禀赋结构，接照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我们应该大量出口使用富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富含短缺要

素的产品；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

缺要素的供给。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即资源和技术能获得较高回报，而富裕要素即劳动力只有较低回报，因

此需要尽快增加其他要素，改变劳动力极度富裕的状况，提高劳动收入。从上述任何一种角度看，都需要出口劳

动密集型产品，引进资金和技术，这就是当时国情最显著的特点。

（2）改革进程。这个阶段的改革特征是：城市改革刚刚起步，企业改革还处在放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

任制的阶段，市场调节的作用有限，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多，习惯于在市场环境中运作的国外企业对国内的体

制环境总体上不适应，国内企业也缺乏与进口商品和外商投资企业竞争的能力。

（3）开放政策。此时开放刚刚起步，主要措施是设立几个特区，在特区范围内试点更多的市场调节手段，

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外贸体制、外汇体制和吸收外资体制等尚没有系统安排和制度性考虑。

2.开放格局

适应当时的国情和改革开放进程，这个阶段的开放格局是：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设立外资企业等，都主要

在经济特区内。外资企业主要从事“三来一补”业务，以扩大出口为主。由于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配套能力相

对较低，外资企业引进的技术以适宜技术为主，或者称为相对先进技术。出口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这

些都符合当时的国情特点。

（二）开放加速阶段（1992~2000年）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这个阶段，劳动力仍然很富裕，资本和技术仍然短缺但逐步缓解，要素结构失衡状况略有

改善。1992年，我国劳动力、投资额和研发投入占全球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23.1%、2.7%和 1%，其他资源比重保

持稳定（见图 10）。经过十多年竞争与发展，国内产业特别是消费品行业的技术水平有所提升，国内产业配套

能力和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也有所提升。这个时期引进外资规模较大、国内积累增加，虽然要素结构失衡仍然

明显，但与期初相比已有明显改善。

（2）改革进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再次加速（陈文敬，2000）。同年 10月 12日党的十四

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确立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包括加快建设和完善要素市场，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等。

在这期间，指令性计划基本取消，国有企业全面推进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国内

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3）开放政策。这个阶段沿海沿边地区已全线开

放，制造业开始全面利用外资，允许国有企业与外资

合资合作，全面取消出口补贴，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全

面实行银行结售汇制。

2.开放格局

看到中国的增长潜力和改革决心，外资特别是大

型跨国公司加速进入，外资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比

重快速上升（王志乐，1996）。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只

有 34亿美元，1994年飙升至 333.7亿美元，占当年国

图 10 不同阶段我国主要生产要素结构图（占全球比重）
注：由于资料来源限制，计算研发投入比重时的分母用OECD+7个其他

国家/地区替代，其中“2018组”别中的研究投入为 2017年数据。
资料来源：各个指标中的全球总额由笔者根据不同来源的数据计算得

到，中国的数据分别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和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等国家部
委。特别感谢张缨女士协助查找研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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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 17.3%，达到了开放以来的最高点。由于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大型跨国公司引进的技

术和生产的产品达到“较为先进”水平，出口商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技术与资金含量增加。外资企业

产品的内销比例增加，适应了国内消费水平提升的要求。这些都符合当时的国情特点。

（三）入世后开放阶段（2001~2007年）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这个阶段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然较高，资本和技术仍然短缺但程度明显

减弱。2001年，我国劳动力、投资额和研发投入占全球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22.4%、6.3%和 2.5%，淡水和土地处

于中间，石油成为短缺的资源（见图 10）。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入世后的竞争压力下，国内企业

快速增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相当一批国内企业初步具备了与大型跨国公司相竞争的能力。国内消费水平显

著提升。到这个期末，我国要素结构进一步改善。

（2）改革进程。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前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法制

建设突飞猛进。1999年底至 2005年底，仅在中央层面就制定、修订、废止了 3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解决了与多边规则的相容性问题，如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在这个过

程中，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广泛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快推进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统

一公平的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重大进展有力推动了整体改革。

（3）开放政策。这个阶段的开放从区域递进向普遍开放推进、从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推进，取消了多

数非关税措施，大幅度降低关税，扩大外资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基本落实。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在包括银行、

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在内的众多服务部门，修改和新制定了一系列进一步对外开

放的法规和规章，在WTO分类的 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到 2005年底，中国已经开放了 100个，占 62.5%，接

近发达成员平均水平。

2.开放格局

入世之后，开放目标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由以试点为特

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依

规则的相互开放。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继续加速进入，但由于国内投资总额以更快速度增长，外资在国

内资本形成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747.68亿美元，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比

重降至 7.6%。吸收外资的行业从制造业为主开始向服务业为主转变。引进技术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出

口商品的劳动密集程度总体下降，技术密集与资金密集商品增加。对外投资快速增加，表明随着资金短缺程

度的缓解，投资国内的收益有所下降，部分投资者开始在海外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这个时期，耕地、淡水和

石油等成为相对短缺要素，资源类产品进口日益增加。

（四）国内增长速度下降及制度完善阶段（2008~2018年）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这个阶段，劳动力仍然富裕，但全球占比进一步下降，投资额和研发投入快速增加，资金和技

术相对短缺问题显著改善。耕地、淡水和石油成为明显的短缺要素，进口压力加大。2008年，劳动力、耕地、淡

水、石油、资金、研究投入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 22%、7%、6%、1.5%、12.4%和 7.6%。国内技术、产业配套能力和消

费能力等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见图 10）。到这个期末，资金已经成为各类生产要素中相对最富裕的要素，自然资

源的短缺进一步显现，进口进一步增加。

（2）改革进程。这个阶段支撑此前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有变化，又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因此进入了经济增

长速度持续缓慢下行的时期。为了增加新的增长动能，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

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随着劳动与资金相对关系的变化，如何激励劳动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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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的一个重点，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最低工资制度、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加快。

（3）开放政策。在全地域全行业普遍开放的基础上，这个阶段的开放有两个突出

重点，一是内资外资竞争地位进一步统一。2007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2019年 3月，十三届

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内外资待遇统一，我国营

商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二是开始进行自贸区试点，推

动国内开放超越现行国际体系的水平，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推进。18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创新了若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并着力实践。

2.开放格局

随着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普遍提升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外资在较大规模基

础上进入速度放缓阶段。不过我国仍然保持着第二大东道国的地位。引进技术普遍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外投资继续加速，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外资流入额。

2016年的对外投资额达到 1961.5亿美元，而当年吸收外资额为 1260亿美元。此后，国内采取措施限制了一些

不合理的对外投资项目，对外投资额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然大于吸收外资额。资金流入流出格局改变，根本

上源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到这个期末，资金已经成为相对富裕要素，国内过剩产能寻求新市场，外汇

资金充裕，同时商品出口摩擦增多，出口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寻求

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有利于避免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这个时期自然资源类要素

的相对短缺更加明显，进口持续增长。出口商品向劳动、技术、资金均衡配置转变，贸易顺差从高位持续下

降。这个时期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情况见表 6。
（五）高收入阶段的对外开放（2019年及其后）

1.要素禀赋、改革进程与开放政策

（1）要素禀赋。这个阶段，资本成为最富裕的要素，我国投资总额占全球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 26%，

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 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劳动力占 20%的比重，几类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更为突出

（见图 10）。国内产业水平继续提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跟跑、并跑、领跑并存。国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继续提升。

（2）改革进程。这个阶段改革进程的趋势是，“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使投资环境更一步改

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减少，市场准入普遍实行负面清单，“竞争中性”规则进一步确立。

（3）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更加平衡，对进口和出口、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不再有明

显的倾向性，更大程度让市场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2.开放格局

我们预计，技术或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增加，贸易顺差继续减少，贸易依存度不会继续上升甚至略有下

降。吸收外资在国内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地位不变或略降，外资更倾向进入国内改革不足、竞争不够因而竞争

力较弱的一些服务业。对外投资仍然继续增加，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对外投资将会逐渐成为主流。自然资源要

素的短缺程度加大，资源类产品的进口继续增加。

四、开放过程中几个争议问题的再讨论

过去 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关于出口和引进外资，有过几次影响广泛的争论。事后仍然有必要再做一些

讨论。

（一）我国长期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费是主要收益，主要利益都被外方获取？

扩大就业是对外开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本质是通

表 6 2007~2018年我国吸

收外资与对外投资情况

（亿美元）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金额

747.68
923.95
900.33
1057.35
1160.11
1117.16
1175.86
1195.62
1262.67
1260.01
1310.35
1349.66

对外直接
投资金额

265.1
559.1
565.3
688.1
746.5
878.0
1078.4
1231.2
1456.7
1961.5
1582.9
1298.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商
务部外资统计，联合国贸发会
议《世界投资报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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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出口商品将过剩的劳动力输出。以 2006年为例，当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已达 4200万人，再加上

非外资出口企业中的就业和劳务输出等，我国涉外经济中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 8000万。我国出口就业密度

远远高于进口就业密度，这表明即使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开放与不开放相比，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我国出口

商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领域，电子通讯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合计占出口总额超过一半，其他出口比重高

的产品如仪器仪表、文体用品、家具制造等，都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图 11是 2002年我国工业若干行业

的人均净资产，每个柱体是这个行业的人均平均净资产，表示劳动力/资本的比率，人均净资产越低，劳动密集

程度越高。中间深色柱体是全部工业平均值，其上方为大量出口的劳动密集产业，下方为大量进口的资金资

源密集产业。这表明，出口增长为更多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一些观点提出，我国劳动者的报酬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并以此质疑开放的合理性。确实，有

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我国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资、不支付社会保障费

用也等手段，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开放过程中监管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个重点。但是，发达国家和

我国劳动者所得报酬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造成的。总体上看，我国劳动者在出口部门和

外资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高于在国内企业获得的报酬水平。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

工平均工资分别为 27942元、26620元和 15595元，工资水平最高的为外资单位。这也是国外许多实证研究所

表明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本土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

高的。

需要特别强调劳动报酬的重要性。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是不同要素的收益。就业获得的是劳动报酬即

工资，投资获得的是资本报酬即利润。劳动报酬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能否在非农产业中获得新的

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融入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和提高发展能力的基

础。从彼时中国发展阶段和突出矛盾考虑，需要强调就业和劳动报酬的优先重要性。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升

级，我国出口和进口商品结构不断提升。资金技术相对密集行业的出口增加，2018年，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中

所占比重已达 58.7%，高技术产品比重达 31.1%。我国从出口中不仅获得劳动报酬，还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报酬

和技术报酬。

（二）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我国所得甚少，我国创造的财富被跨国公司获得？

这个观点的核心是，我国制造的出口商品中，我国仅得一点加工费，大部分收益被外资企业获得。这里面

有一些概念混淆引起的误解（江小涓，2006）。

全球化中的“中国制造”，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部分，由于我国的产业和技术特点，很可能从事

的是最后组装部分。这种分工格局形成的表象是，组

装而成的成品从我国出口，我国所得仅是出口价格中

的一小部分。

分析的恰当出发点，首先要区别增加值和出口额

的差别。出口额是销售收入的概念，其中既包含在我

国国内新创造的增加值，也包含从国外转移的价值即

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其中只有增加值计入我国的

GDP之中，而转移价值的部分与我国的投入无关，是

不计入我国 GDP中的。即使在我国产生的增加值，

也要在资金投入者、技术投入者和劳动投入者之间进

行分配。因此，我国从出口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只能

相对于我国新创造价值部分即增加值而言，不能与出

口总额相比。例如，出口一台笔记本电脑，进口投入

品占其价值的 1/2，这部分价值创造是在国外完成的，
图 11 2002年若干进口和出口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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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计在了“出口总额”之中，但并非在国内创造，没有计入我国的GDP之中，因此与我国的收益无关。我们只

能针对新增的 1/2谈收益，而且这部分收益要在各种要素投入者之间分配。假定劳动与资本的收益各占 1/2，
资本收益被外国投资者获得，我们就只能针对出口总额的 1/4谈获利。如果不能恰当理解上述差别，以全部出

口额作为分母，我们所得就会被不恰当地“摊薄”。这是理解当今时代“全球产品”分配特征的关键：一个产品

多国制造，每个国家都只能从其参与的部分中获益，无论价值链上哪部分的参与者，都不能将其收益与最终产

品的全部价值做比较。我国参与的是价值链上的终端部分，特别要恰当理解这种分配格局。

（三）外商投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是因为中国政府“强迫技术转移”造成的？

在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以中国香港投资者为主，以中小型项目为主。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

技术水平仅略高于我国内陆企业的平均水平，这与当时我们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及配套能力有关。90年代以

来，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增加很快，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明显上升，2000年后引进了较多的国际先进技

术。这种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呢？

2000~2001年，笔者主持过一个系列的调研项目，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的 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

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调研的结果表明，以母公司的技术为参

照时，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其中，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

业最多，有 57家，占总数的 45%；使用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有 53家，占总数的 42%；两者相加，使用

母公司最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占总数的 87%。有 17家企业使用母公司的一般技术，仅占总数的 13%。

如果以当时国内技术水平作参照，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被划分为填补国内空白技术、国内先进技术和国内一

般技术。被调研企业中，引进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共 83家，占总数的 65%；其余为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44
家，占总数的 35%。没有企业使用属于国内一般水平的技术。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开始转移先进和较先进技

术，主要是国内市场竞争已经比较激烈，特别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不使用先进技术，就无法

在竞争中立足和获胜。在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先进技术问题上，笔者做过多次调研，外资企业的一致观点是竞

争需要。

以轿车制造业为例，到 2000年底，当时的九大汽车集团全部在我国有大规模的投资，通用集团的投资项目

有上海通用汽车公司、金杯通用汽车公司、长安铃木公司、昌河铃木公司、江铃公司、庆铃公司、北京轻型汽车公

司、北铃专用车公司、南亚公司、南京依维柯公司和云雀公司。大众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

福特集团的投资项目有江铃公司、长安福特和海南马自达。丰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天津丰田公司和四川丰田

客车。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投资项目有北京吉普公司、亚星奔驰公司、北方奔驰公司、湖南长丰公司、沈阳

飞机公司、东南汽车公司、沈阳航天发动机公司和起亚悦达公司。本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广州本田。雪铁龙—

标致集团的投资项目有神龙公司。雷诺日产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三江雷诺、郑州日产、杭州东风日产柴和风神公

司。宝马公司的投资项目有沈阳华晨宝马。稍后，又有国内新形成的奇瑞、吉利、中华等几家自主品牌制造商

加入竞争。中国汽车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局面已经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迫使企业加速新产品、新技术的开

发和引进，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现在美国高调提出所谓的强迫转让先进技术，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此后竞争更加激烈，外商投资企业持续提高引进技术的水平。2016年跨国公司在华新设立的近百个项目

中，几乎全部是最先进技术，生产的产品不少是全球首发的新品。2019年，总投资额达 100亿美元的巴斯夫

（广东）新型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落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作为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总投资 500亿
元，埃克森美孚惠州独资项目、浙江平湖中意直升机项目、英国石油 100万吨醋酸项目等都在加速落地。这些

项目都是这些跨国公司全球最大规模、技术和产品最先进的投资项目，此时更谈不上什么强迫转让技术的问

题了。

（四）引进跨国公司挤跨了内资企业？

开放过程中，由于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市场经验，在面对跨国公司竞争时，初始阶段会感受到巨大压

力，甚至一时全行业面临困难。但是，国内企业的多方面优势和我国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在竞争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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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形成内资外资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笔者就此对若干行业做过实证研究，这里举家用电

器行业和洗涤用品两个行业的案例。

1.家用电器行业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家用电器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企业引进技术。通过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使

我国基础薄弱的家用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 90年代以后，跨国家用电器巨头纷纷前来我国投资，

2004年，外资家电企业工业增加值在中国日用电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 32%，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 29%，

在出口中的份额为 51%（江小涓，2002）。一时间，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都对国内家电企业

形成竞争压力。此时，我国本土的大型家用电器企业并未被压跨，而是在巨大压力下加快了技术进步、企业重

组和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力度，引进国外技术与自己研发相结合，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利用国内低成

本劳动力，发挥大规模制造的优势，从而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家电产品。出现了海尔、长虹、海信等一批

世界级的大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份额上排名前列，而且成为全球著名大制造商。最近 10年，本土家电企业

优势更加明显，占据着 3/4以上的市场份额。

2.洗涤用品行业⑥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跨国巨头大规模进入我国投资，包括美国宝洁、英荷联合利华、德国汉高等跨国公

司。这些公司都是名列“财富 500强”的跨国巨头。1999年，联合利华总资产 280亿美元，总销售额 440亿美

元；P&G公司总资产 321亿美元，总销售额 381亿美元，其中海外销售 184亿美元。而我国洗涤用品行业 1999
年的总销售额，也仅为 192.82亿元人民币，约合 23亿美元⑦，全行业产值仅为联合利华公司的 1/19、P&G公司

的 1/17。规模如此悬殊，致使当时国内存在许多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将会受到

严重冲击，甚至“全军覆灭”。

由于看上去无可抵挡的优势，外商投资企业将其产品价格定在高位。合资企业对中方原有品牌的促销力

度很小，市场影响呈现下降局面，而合资企业大力促销的外方品牌产品，由于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市场占有率

上升缓慢。这种状况给国内一些原先居于“第二梯队”的企业提供了扩张机遇。一批改制后的上市企业、股份

制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抓住机遇，迅速发展。仅仅几年后，在 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

排名第一、第三和第四位的企业分别是南风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力公司（集体企业）和纳爱斯公司（股

份制企业），占据了市场的多数份额。

总体来看，进入新世纪以后，除了极少数技术垄断型行业外，国内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总体上已经不

处于劣势，在市场竞争中双方此起彼伏。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2006年的 28%，已经

下降到 2018年的 23%。研究表明，我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本土企业有许多现实和潜在竞争优势，即使是跨国巨

头，想要在中国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并借此长期获得垄断利润决非易事。只要进入的技术壁垒不是特别高，本土

企业就能够在竞争中与跨国公司共同生存和发展。那种仅凭跨国公司规模巨大、仅凭其自身存在获取垄断地位

的意愿，就臆断国内企业必然被挤垮的观点，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不符合中国市场开放的实践。

五、开放对改革的推动作用

对外开放不仅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而且有力推动了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促进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开放创造新的体制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决策层并未描述长期目标，而是采取渐进开放模式，一步一步推出局部的、尝试性的有限

开放措施，顺应形势发展变化逐步向前走。举办经济特区是当时条件下落实“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

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决策，当时无法在整体上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

放开引进外资，优先选择沿海一些条件独特的区域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试验场，既能解决紧迫问

题和积累经验，又不至于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很大质疑和争论，能迅速办成事。设立经济特区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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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生了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在这些特区，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政企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

和治理结构、经济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系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形成和发展，使特区不仅成为我国对外开放

的实验区，也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从早期的改革开放看，对外经贸方面的改

革措施相当有力，其引入的示范效应推动了整个改革进程。它对改革发展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农村改革（周

小川等，1996）。

（二）开放提供新的体制供给

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不少国家已经实践多年。对外开放使我们能够学习、借鉴和引入国际经验，

不必从头开始不断试借。宏观层面的一个例证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推动了国内体制的改革过

程。WTO倡导的国民待遇、透明度、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入世”过程

中，为了适应成员国经济贸易体制与WTO多边体制相一致的要求，适应国内企业将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

要，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开始加速，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减少审批、企业改革等多年来进展困难的深层次改革

问题都加快推进。

（三）开放有利于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

实行对外开放后，适应全球竞争的压力推动了我国的改革深化。一是推进企业改革。增强出口产业竞争

力和与外资企业竞争的现实压力，要求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治理机制，增强自身能力，外资企业在企业治理方

面提供了示范效应。二是推动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我国价格管制的放松、投资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外

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都与为企业创造更好环境、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有关。

三是推动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这是在全球市场上提高企业透明度、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基础。

1993年 7月开始在全国推行新的会计制度，基本上做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四是推动了各级政府职能转变，

各地致立于改善投资软环境，减化审批手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建立健全中介和公共服务体系，

并且逐步从主要服务外资企业转向服务所有企业。

（四）开放推动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是从制定吸收外资相关法律开始的。1979年 7月，第五届全

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就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律的起草参考了世界

上 30多个国家的有关法律，借鉴了其他国家吸收外资的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启蒙的作用。

为了保证该法的顺利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组织起草了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法律和实施细则，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及其施行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施行细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等，从 1983年到 1991年底，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涉外经济法规

就超过 200多个，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引入了市场经济中最必要、最基本的概念和制度框架，对我国随后的市

场化改革起到重要的先导和启蒙作用。

总之，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特点，发挥着重要作用。

六、未来展望：水平分工、中性开放和制度性开放

经过 40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显著提升，国内生产要素结构显著改变，产业

技术显著进步，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国内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目标。与此同时，经济全

球化进入新的阶段，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各方面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面向未来，我国如何确定新

的对外开放战略？本节从经济基本面变化和国际形势变化两个角度，提出我国今后对外开放格局可能的调整

变化趋势。

（一）国内外环境变化与技术发展

当下，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较大变化。网络与数字技术为开放注入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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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1.国内环境变化

最基本的变化是国情变化特别是要素结构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的要素结构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除了土地、淡水、石油等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日益明显外，劳动、资金、技术等要素匹配度改善，以往大

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资金和技术密集产业中大量引进外资企业的格局无需再成为整体要求，进口出口

和资金流入流出，都是在细分产业、企业和产品层面上的竞争与选择，行业内贸易和投资成为参与全球化的主

体形态。

2.国际环境变化

第一，制造全球化有所减速。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全球化加速，特别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

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纷纷将产业价值链中可以分解制造的部分和组装过程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

家，导致了全球生产体系重组，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这轮全球化在 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高峰，全球

贸易总额中，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相关的部分约占 80%。此后，制造业的全球分工从技术和成本角度看似乎

达到了均衡稳定状况，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下降，因为产品构造决定了每类产品能够合理分

解并向海外转移制造的部分都有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而成本上升。例如汽车产业，全球

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 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 17个。在技术和产品

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第二，东道国本地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趋势加强。一方面，那些初始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一小部

分的国家，随着本土产业链的延伸、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才的成长，努力拓展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

长度和宽度，争取在本土构建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这些努力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另

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从经济和技术

角度看，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发展，许多制造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

密集，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其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有所回升。

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使得已经持续 30年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速度明显放缓。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

化特别是制造全球化的进程在基本面上碰到障碍。

第三，多个高标准的贸易集团出现。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

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 EPA、美墨加协定、欧加

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等，同时还有投资保

护、社会保障、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 55%以上的国

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第四，“一带一路”形成新的国际经贸多边平台。这个新平台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新变量，意义重大、作用

多元。目前，我国累计与 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70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已与 13
个沿线国家签署或升级了 5个自贸协定，与 21个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亚投行、丝路基金及中国与

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成立，为参与国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是开放式

新型泛区域经济合作，从而推动开放包容的全球合作平台（习近平，2018）。

3.网络与数字技术助力服务全球化

长久以来，服务业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产业，因为服务的生产消费要求“同步性”（服务提供过程需要消

费者参与，服务供给和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生产结果具有“不可储存性”（服务是一个过程，“随生随用随灭”，

生产和消费不能错期）等特征。因此，服务“不可远距离贸易”。

然而，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呈现出 3个新的重要特点。一是市场边界极大扩

张，从“同时同地”变为“网络抵达之处”，几乎联通全球。二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网络服务的初始

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例如网络上的视频和文字信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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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低成本复制无数次，规模经济极为显著，效益递增几乎没有边界，任何制造业产品都无法与之相比。三是

数字时代服务全球化发展很快，在线软件、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文学作品、音乐、游戏、文化与体育视频等都是

全球生产与全球消费。可以预期，全球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跨国投资将持续快速发展，在国际贸易总额和跨国

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继续上升，成为全球化继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网络与数字时代发展服务贸易，我国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

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 10亿、10亿和 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

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在我国，网络和数字服务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

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并支撑其他产业提高竞争力（江小

涓，2018）。

（二）水平分工、中性开放和制度性开放

1.转向水平分工

长期以来，受我国要素结构和产业水平的限制，我国主要参与垂直性国际分工，即出口劳动密集的中低档

次制造业产品，进口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档次制造业产品。随着我国要素结构的改变和产业水平提升，今后

我国将进入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全球化阶段。

所谓水平分工，指各贸易国家之间都在生产和出口水平相近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分工模式主要存在于经

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之间，也是当代国际贸易的主流形态。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各个国家各类生产要素都

参与分工并获得收益。水平分工可分为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前者称为“差异产品分工”，是指同一产业

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程度，但其外观设计、内在质量、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

有所差异，从而产生了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这反映了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和分工细化带来的竞争力。后者

则是指水平相近的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许多国家有自己独特具备竞争力的行业，由此产生国际贸

易的必要。

由于我国市场规模大，我国可以在国内形成完整生产体系并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较多，但合理参与

全球分工仍然非常重要。当各国经济部门之间的水平分工广泛存在时，参与其中不仅能获得产品多样性和分

工深化的益处，更是与全球产业链条各环节匹配、技术相互融合的过程。否则，即使自己能够生产，但若处于

全球分工体系之外，就难以与全球产业发展的潮流合拍并相互促进。

2.开放环境中的“中性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外资企业

和内资企业面对的政策条件也各有优劣。总体上看，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

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向“中

性”开放体制转变，促进更有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是在出口和进口之间保持“中性”，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

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中性的进出口政策，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在更大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

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优势等，两者同等重

要。中性的跨国资金流动政策，有利于资金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其他要素合理匹配，提高各种要素的收益。三

是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

筛选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在每一个细分的产品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

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外部各种资源，需要有

相同的竞争地位。

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实行渐进式开放。40年来，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我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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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策引导开放过程。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第一，分行业和分地

区优惠的外贸政策已经基本取消，外经贸政策和法律法规统一透明。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

实施，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有了法律保障。第三，政府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和优化营商环境，符合多边体制要

求的管理体制框架初步形成。

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

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大力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立足

于国情，也要开放借鉴。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运转不少国家已经实践多年，我国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头开始不断

试错，而是应该结合国情充分借鉴，少走弯路。

4.新的开放进程中要关注的风险与挑战

一是服务业开放会有一些特殊问题。比如金融业继续扩大开放可能产生的金融稳定问题。比如普遍服

务问题，即一些服务业具有公共、半公共产品的性质，如供电、通讯、交通、邮政、医疗、教育等，外资企业有时存

在“撇奶油”行为，即服务只覆盖人口稠密、支付能力强的地区和人群，而将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排斥在外。

国际经验看，常用措施是签订“普遍服务协议”。再如意识形态问题，服务业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涉及

文化认同、社会舆情、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少国家对特定领域的开放有更严格的要求。

二是跨境数据安全问题。数字知识产权问题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是当前国际贸易中的核心问题，不同

国家主张不同，要以我国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各国共同发展利益，提出我们的主张。这有利于

我国有优势的数字服务业加快全球化发展。

三是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从母国和东道国两方面看，抵制服务全球化的力量都明显强于

制造全球化。母国方面的主要理由是白领岗位转移、技术和服务人才流失、知识资本的外溢和国家战略优势

地位的弱化等。东道国方面的主要理由是本土企业受到竞争排挤、外来文化侵蚀、经济社会安全受影响等，服

务全球化进程必然有起伏，要理性解读和正确应对。

四是对外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国际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外投资风险不可忽视。我国对外投资已

有多年经验，要认真总结并制定相应对策，让市场更多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多在投资保

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回望中国对外开放 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年的历程，本文对中国开放道路的独特性和规律性谈了一点

体会。中国开放道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然而同样要看到，中国开放道路也是独

特性与规律性并存的过程。从规律性看，理论推断应该出现的基础性变化我国都相继出现。因此，要全面解

读中国开放道路的特点：尊重规律和符合国情相统一，竞争压力促进学习借鉴和创新提升，改革与开放既相互

匹配又相互促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责任编辑：李逸飞）

注释

①本节中数据情况，除别有标注外，均引自下面文献：江小涓（1993）、房维中（1984）、李志宁（1987）。

②Arrow，K. J.对这一问题做过出色的经济分析，见Arrow（1962）。

③这两个图表和说明引自 Gillis等（1987）。引用时稍加改动。

④例如，世界银行多次提到这个观点，如 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国际资本流动与发展》和 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业化与对外贸

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1987年。

⑤这部分有关开放政策的内容，主要引自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2018各年，商务部；江小涓（2008）。

⑥引自王洛林（2004）、江小涓（1996）。

⑦这里的洗涤用品行业是指我国工业统计分类中的“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业”，统计口径为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分地区轻工业

系统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洗涤用品行业产品很多，为了使口径一致具有可比性，本文以洗衣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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